
 

 

社交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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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在探索过程中，

教育、职业培训、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探讨，而较少有研究关注社交能力对农

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文章基于 2010 和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从语

言表达和人际关系处理两个维度构建了社交能力综合指标，重点探讨了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

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两个子维

度指标的影响上存在明显的性别和代际差异。其次，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

的“迁移效应”，迁移距离越远，社交能力的影响则越弱。此外，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社交能力对工

资性收入的影响则越显著。在影响机制方面，社交能力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效应、职业发展效应、劳动

合同效应和信息优势效应四个渠道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文章聚焦于社交能力，为进一步提升

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研究提出并检验了社交能力回报的迁移效应、劳动合同

效应以及信息优势效应，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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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高速的增长，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

从事非农工作。近年来，农民工总量始终保持上涨态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 年农民工监测

调查报告》显示，至 2019 年农民工总量已达到 2.91 亿人，比 2018 年增加了 241 万人，增速为

0.8%。①然而，现阶段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仍明显偏低，农民工在就业、收入、公共服

务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仍存在较大差距（马晓河和胡拥军，2018），尤其是直接影响农民

工福利水平的工资性收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关于农民工工资决定的研究中，诸如

传统人力资本、户籍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城市规模、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已经得

到充分的探讨（章元和陆铭，2009；杨娟和李实，2016；孙婧芳，2017；胡雯和张锦华，2021），但较少

有研究关注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

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开始强调人际交往和沟通的重要性，劳动者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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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能力也更加受到重视。社交能力亦可称为人际交往能力，是指影响人与人之间交流和往来效

率，保证人际交往活动顺利进行的个性心理特征（易锦海和李晓玲，2004），其由语言表达及理解

能力、人际融合能力等多方面因素构成。而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而言，社交能力则可能显得更

加重要。尤其是在经济融入层面，与城镇劳动者相比，农民工通常就业渠道较窄，在劳动力市场

中往往从事低技能的职业或岗位，平均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劳动权益往往不完整（马晓河和胡拥

军，2018）。而部分研究显示，在低技能为特点的劳动力市场中，以社交能力为代表的非认知能力

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解释作用更强，可能会成为农民工提升就业能力和收入的突破口（李晓曼

和曾湘泉，2012）。

本研究使用 2010 和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

收入的影响，并使用滞后一期变量估计和工具变量法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乐君杰和胡

博文，2017；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首先，社交能力的提

升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社交能力的影响不仅存在一定的性别和代际

差异，同时还存在显著的“迁移效应”，即随着农民工迁移距离的增加，社交能力的回报逐渐减

弱。此外，随着工资收入分位数的增加，社交能力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则越显著。在影响机制方

面，社交能力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效应、职业发展效应、劳动合同效应和信息优势效应四个渠道影

响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本研究的创新点及边际贡献在于：（1）在研究视角和考察样本上更为聚

焦，重点关注非认知能力中的一个维度−社交能力，同时聚焦于农民工群体；（2）研究结合农

民工群体的迁移特征，提出了社交能力回报的“迁移效应”，分析了社交能力对不同迁移距离的

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影响的差异；（3）在影响机制方面，研究提出了劳动合同效应与信息优势效应，

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与拓展。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介

绍模型、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包括基准回归、异质性分析及内生性处理；

第五部分是机制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随着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不再仅局限于受教育程度、技能、工作经

验、健康等传统的因素，更多地开始关注劳动者的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对其经济表现的影响。

社交能力实质上属于非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已有研究大多是在探究非认知能力的经济影响中，

部分涉及社交能力对劳动者的影响。早期的众多研究已经验证了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

的正向作用（Heckman 和 Rubinstein，2001；Bowles 等，2001；Heckman 等，2006；Heckman 和 Corbin，

2016）。然而，由于非认知能力数据上的限制（李涛和张文韬，2015），国内仅有少部分研究涉及劳

动者的非认知能力及其影响，且多为理论层面的探究（李晓曼和曾湘泉，2012；郑加梅和卿石松，

2016）。相关的实证研究则比较有限，仅少部分研究验证了非认知能力对工资性收入的积极影响

（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程虹和李唐，2017；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

本研究的核心变量“社交能力”是指影响个体人际交往效率，保证人际交往活动顺利进行的

能力（易锦海和李晓玲，2004），属于非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根据新人力资本理论，其对个体的就

业、职业选择、工资收入均可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Heckman 等，2006）。在直接影响方面，社

交能力会直接影响农民工沟通和人际交往的效率，进而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Bowels 等，2001），

同时其可能与教育、认知能力等因素存在交互作用，提高其他人力资本因素的边际效应（Heckman

和 Corbin，2016；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进而提高其工资性收入。基于此，提出假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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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农民工社交能力的提升对其工资性收入有正向影响。

在间接影响方面，社交能力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效应”“职业发展效应”“劳动合同效应”和

“信息优势效应”四个渠道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在社会资本效应方面，根据社会资本理

论，劳动者为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通常会依靠社会网络关系获得就业信息、渠道以及他人的帮

助。尤其对于农民工而言，其在务工地的社会资本通常十分有限，家乡的社会网络关系又存在

“拖网效应”，在务工地难以发挥作用（梁辉等，2014），因此通过个人的社交能力来积累社会资本

则显得更为重要。社交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其在务工地拓展社会网络，更有效地积累社会资本，进

而促进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叶静怡和武玲蔚，2014）。基于此，提出假设 2：

H2：社交能力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促进工资性收入的提高。

其次，社交能力也可能是影响农民工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一个完全竞

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同职业间存在明显的工资差异（陈钊等，2010），而这种差异的来源是工作

准入门槛的差异，在控制了受教育水平、认知能力、健康等传统人力资本因素后，社交能力这类

非认知能力就会成为影响劳动者工作机会准入的重要因素（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一方面，在

职业搜寻和匹配的过程中，社交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农民工快速获取有价值的就业信息，降低技

能错配的概率，从而保证在工作要求与自身能力充分匹配的基础上，获取更高回报的工作；另一

方面，沟通能力以及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有助于农民工在工作单位中的发展与晋

升（程虹和李唐，2017）。基于此，提出假设 3：

H3：社交能力的提升使得农民工更容易获取管理岗位的工作，从而获得更高水平的工资收入。

此外，社交能力可能会影响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进而影响其工资性收入。其一，劳动合

同的签订本身伴随着劳动市场分割效应，通常企业规模越大，劳动合同签订率越高，其工资待遇

提升的空间也越高，从而产生工资溢价效应（李仲达和刘璐，2013）。其二，劳动合同的签订有助

于进一步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益，降低其在工作中的风险，减少因户籍、性别等因素而产生的工

资歧视问题（陈鹏程等，2019）。而对于社交能力更高的农民工，其具备更强的沟通谈判能力，更

容易争取到签订劳动合同的机会，进而降低了劳动风险，减少工资歧视问题的发生。基于此，提

出假设 4：

H4：农民工社交能力的提升增加了其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进而保障其获取更高的工资性

收入。

社交能力还可能通过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工作过程中的信息优势，来提升其工资性收入。一

方面，从工作搜寻的角度分析，具备信息优势的劳动者，尤其是熟练使用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劳动

者，工作搜寻过程中的信息成本更低，职业匹配的速度更快、更精准，并且搜寻的质量通常显著优

于不具备信息优势的个体（Feldman 和 Klaas，2002），从而有更大概率获取高工资回报的工作。另

一方面，从效率工资的角度分析，具备信息优势的劳动者工作效率通常更高，从而更容易获取额

外的效率工资（张卫东等，2021）。而农民工社交能力的提升可能通过扩大其信息优势，为其带来

更高的工资回报。基于此，提出假设 5：

H5：社交能力的提高增强了农民工在就业、工作中的信息优势，进而提升其工资性收入。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 文 的 研 究 数 据 来 自 于 2010 年 和 2014 年 中 国 家 庭 追 踪 调 查 （ CFPS） 。 研 究 主 要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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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CFPS 数据，①并根据需要对原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1）保留 16 至 60 岁的男性劳动力样

本和 16 至 55 岁的女性劳动力样本；（2）研究关注工资性收入，因此只保留调查时在单位从事非

农工作的样本；（3）剔除存在变量数据缺失和不适用的样本；（4）为排除回归过程中异常值的影

响，剔除小时工资变量前后 5% 的数据，同时剔除其他相关变量中明显的异常值。经过上述的数

据处理，最后保留农民工样本 2 489 个，同时研究还保留了城镇户籍的劳动力样本 1986 个以便于

进行比较分析。

（二）社交能力的测定

根据社交能力的定义，研究从语言表达和人际关系处理这两个维度，衡量劳动者的社交能

力综合水平。在社交能力的测量方法上，本文的研究参考了国际公认的大五人格量表（Costa 和

Mccrae，1992；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同时结合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

的相关问题，构建了社交能力的指标体系，参见表 1。②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各维度中相关问题的

分值取平均数，得到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评分，再通过两个维度评分的加总得到

社交能力综合评分。
 

表 1    社交能力指标体系及 CFPS 中相关问题

社交能力表现方面 主要特征 CFPS 中相关问题

语言表达能力 体现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与人沟通的能力

访员评价：受访者普通话熟练程度

访员评价：受访者语言表达能力

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体现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处理人际关系、

为人处世方面的能力

受访者自评：您人缘关系有多好？

受访者自评：您在与人相处上能打几分？

访员评价：受访者待人接物水平
 
 

（三）模型设定及描述性统计

基准回归模型以 Mincer 工资决定方程为基础，参考了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王春超和张

承莎（2019）的研究，采用半对数 OLS 估计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基准回归的计

量模型如下：

lnWagei = α+βS ociabilityi+γXi+εi （1）

lnWagei

α S ociabilityi β

Xi

γ εi

公式（1）中， 为劳动者小时工资的对数，小时工资是用月平均工资除以每月的工作时

间得到；③ 为常数项； 为研究的关键变量社交能力水平， 则为社交能力对工资性收入

影响的系数； 表示影响个体工资收入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受教育年限、年龄、性别、婚

姻状况、健康水平、认知能力、工作地区及所属行业， 表示各控制变量的系数； 为随机误差项。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陈博欧、张锦华：社交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

① 2014 年 CFPS 数据总样本数为 37 147 个，覆盖了中国除港澳台、西藏、青海以外共 29 个省（市、自治区），涵盖了全国 95% 以上的人

口。该调查问卷包含了家庭基本情况、就业、教育、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等内容，且包含反映个人社交能力的问题。

② 指标构建所涉及的问题包括访员评价和受访者自评两类。受访者自评类问题分值为 1−5 分，访员评价类的问题分值为 1−7 分。为尽

可能减少访员评价中的主观性差异，将 1−7 分换算为 1−5 分，即原 2、3 分改为 2 分；原 4 分改为 3 分；原 5、6 分改为 4 分；原 7 分改为 5 分。

在访员评价过程中，“很好”（原 7 分）和“很差”（原 1 分）往往比较容易做出判断，而对“比较好”（原 5、6 分）和“比较差”（原 2、3 分）的评价容

易出现主观差异，因此采取上述处理方式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测量误差。

③ CFPS 调查中涉及劳动者每周工作小时数，每月按照 4 周计算，小时工资=月工资/（4×每周工作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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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共包含农民工样本 2 489 个，考虑到实证分析中的部分内容涉及农民工和城镇户籍

劳动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同时保留了城镇户籍劳动力样本 1986 个便于进行比较分析，即下文的

“城镇工”。①表 3 显示，农民工样本在小时工资、社交能力及其子指标上均显著低于城镇工。
 

表 3    农民工和城镇工样本主要变量均值及 t 检验

变量 全部样本 农民工 城镇工

小时工资 14.144（0.105） 13.305***（0.132） 15.196***（0.166）

社交能力 7.655（0.018） 7.468***（0.025） 7.890***（0.024）

语言表达能力 3.822（0.014） 3.668***（0.020） 4.014***（0.018）

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3.834（0.008） 3.800***（0.011） 3.876***（0.012）

观测样本 4 475 2 489 1986

　　注：表中数据为样本均值，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农民工社交能力对其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1）

结果显示，社交能力综合指数提升 1 个单位，其每小时工资性收入平均增加 2.80%，且在 1% 的显

著性水平下显著。其次，模型（2）至（4）结果显示，语言表达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两个维度的

子指标均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语言表达能力每提高 1 个单位，工资性收

入平均提高 2.80%；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提高 1 个单位，工资性收入平均增长 5.10%。此外，在控制

变量中，年龄与工资性收入呈倒 U 形关系；传统的人力资本指标，如：受教育年限、健康水平、认

知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男性、已婚、工作地点在东部地区同样对工资

性收入有促进作用。

表 2    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小时工资 小时平均工资（元） 14.14 7.01 4.50 42.86

社交能力 反映社交能力的综合指标 7.66 1.18 3.33 10

社交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社交能力综合指标的子指标 3.82 0.93 0.50 5

社交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社交能力综合指标的子指标 3.83 0.54 1.33 5

年龄 单位：岁 36.76 10.96 16 60

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10.62 3.76 0 19

性别 男性=1；女性=0 0.60 0.49 0 1

户籍 农业户口=1；非农业户口=0 0.56 0.50 0 1

婚姻状况 已婚=1；未婚=0 0.81 0.39 0 1

健康水平 比较健康及以上水平=1 0.83 0.38 0 1

认知能力 词组和数学测试分数加总 60.16 21.92 0 100

工作地区固定 东、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

行业固定 行业虚拟变量，分 20 类

　　注：行业固定是依据 CFPS 数据中的分类设置虚拟变量，主要分为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等共 20 类行业，详见 CFPS 数

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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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农民工社交能力与工资性收入

（1） （2） （3） （4）

社交能力
0.028***

（0.007）

语言表达能力
0.022** 0.028***

（0.009） （0.009）

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0.042*** 0.051***

（0.016） （0.015）

年龄
0.038*** 0.038*** 0.039*** 0.038***

（0.006） （0.006） （0.006） （0.006）

年龄平方
−0.001*** −0.00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受教育年限
0.016*** 0.016*** 0.016*** 0.016***

（0.003） （0.003） （0.003） （0.003）

性别
0.269*** 0.269*** 0.268*** 0.269***

（0.019） （0.019） （0.019） （0.019）

婚姻状况
0.047* 0.047* 0.046 0.045

（0.028） （0.028） （0.028） （0.028）

健康水平
0.037 0.035 0.041* 0.034

（0.023） （0.023） （0.023） （0.023）

认知能力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东部地区
0.097*** 0.099*** 0.097*** 0.105***

（0.022） （0.022） （0.022） （0.022）

中部地区
0.006 0.007 0.006 0.011

（0.025） （0.025） （0.025） （0.025）

行业固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20*** 1.289*** 1.421*** 1.328***

（0.179） （0.181） （0.175） （0.181）

样本量 2 489 2 489 2 489 2 489

R2 0.184 0.185 0.182 0.183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性别及代际差异

社交能力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 5 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对女性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该指标增加 1 个单

位，女性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增加 6.80%，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对男性农民工的影响仅

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果：非认知能力对女性劳动者影响更加

显著（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而其原因可能是男女生理、偏好的差异，使

得在职业分布上呈现出男性更偏向技术相关职业，女性偏向服务行业，而非认知能力对从事服

务业工作的劳动者影响会更显著（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与之类似，社交能力的影响可能同样

具备上述偏向性。在农民工样本中，职业分布的性别差异同样明显，其中 74.82% 的男性分布在

采矿业、建筑业等行业，从事服务业工作的劳动者仅占 24.20%；而女性农民工中 48.33% 从事服

务业工作。因此，农民工职业分布的性别差异可能造成了社交能力回报的性别差异。

陈博欧、张锦华：社交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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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性别与代际差异

（1） （2） （3） （4） （5） （6）

女性 男性 新生代 老一代 新生代 老一代

语言表达能力
0.013 0.038***

（0.012） （0.014）

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0.068*** 0.043** 0.063*** 0.028

（0.025） （0.019） （0.021） （0.0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47*** 1.554*** 0.995** 1.860*** 0.790* 1.911***

（0.269） （0.260） （0.403） （0.611） （0.408） （0.617）

样本量 956 1 533 1 338 1 151 1 338 1 151

R2 0.185 0.105 0.183 0.225 0.188 0.221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余分性别、代际的回归结果均显著，且无显著差异，表中未

列出。
 
 

此外，社交能力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两个子

指标上各有侧重。如表 5 所示，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语言表达能力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对于新生

代农民工，仅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影响比较显著。出现上述代际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多方面：其

一，老一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样本均值 7.8 年），文化程度及语言表达对其工资收入的

限制作用更为显著（Chen 等，2014；马双和赵文博，2018；程虹和王岚，2019）；其二，新生代农民工

融入城市社会的意愿更强（段成荣和靳永爱，2017），这可能促使其更加重视在务工地的社会资本

积累与社会网络拓展，并激励其在工作中通过发挥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

因此表现出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对其工资性收入的显著影响。

（三）社交能力回报的迁移效应

众多研究指出，迁移可以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教育的回

报率（陆铭等，2012；孙三百，2015）。其中部分研究也探究了迁移距离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提出

了“教育回报的迁移效应”（张锦华和刘静，2018）。基于比较分析的思路，研究提出了“社交能力

回报的迁移效应”这一概念，并通过设置社交能力和迁移类型的交互项，以及根据迁移类型分组

回归的处理方式，①进一步探讨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影响是否会随迁移距离的变动而

产生差异。

表 6 中结果表明，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迁移效应”。模型（1）在基准回

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迁移类别变量、社交能力与迁移类型的交互项，其结果显示：首先，与之

前研究结论一致，迁移行为本身有助于优化劳动力配置，存在收入增长效应（陆铭等，2012；孙三

百，2015；张锦华和刘静，2018），省内跨市迁移和跨省迁移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均存在非常显著的

正向影响。其次，社交能力与各迁移类型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同时随着迁移距离增加，系

数的绝对值逐渐增加，这表明了迁移会减弱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且迁移距离越远，社

交能力影响减弱的程度越大。模型（2）和（3）的分组回归结果也佐证了迁移效应的存在。

产生这一迁移效应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迁移距离越远则更易产生社会网络的“拖网效

应”，即原有社会网络随着距离增加而变得更脆弱（梁辉等，2014），使其对工资收入的促进作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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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迁移距离的不同，将农民工样本分为本地（本乡、镇）、市内迁移、省内跨市迁移和跨省迁移 4 类；将城镇工样本分为本地（本市）、

省内跨市迁移和跨省迁移 3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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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减弱。另一方面，迁移距离的增加对新型社会网络的构建可能存在负向影响（梁辉等，2014），

对于农民工而言，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务工地与家乡在语言、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

异也会随之扩大，其在务工地构建社会网络和积累社会资本会更加困难，在工作中的沟通效率

也可能会有所降低，阻碍其工资性收入的提升。模型（4）、（5）和（6）的结果显示，社交能力对本地

城镇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对外出城镇工不显著，且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社交能力对城镇

工的影响并不存在很明显的变动趋势。
 

表 6    不同迁移类型劳动力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农民工 本地农民工 外出农民工 城镇工 本地城镇工 外出城镇工

社交能力
0.052*** 0.053*** 0.014 0.027*** 0.027*** −0.008

（0.011） （0.012） （0.009） （0.010） （0.010） （0.027）

市内迁移
0.189

（0.121）

省内跨市迁移
0.372** 0.198

（0.147） （0.255）

跨省迁移
0.561*** 0.809*

（0.177） （0.444）

社交能力×市内迁移
−0.027*

（0.016）

社交能力×省内跨市迁移
−0.034* −0.002

（0.020） （0.032）

社交能力×跨省迁移
−0.053** −0.077

（0.024） （0.0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060*** 1.220*** 1.263*** 1.049*** 1.327*** −0.429

（0.186） （0.278） （0.251） （0.222） （0.238） （0.596）

样本量 2 489 946 1 543 1986 1 701 285

R2 0.207 0.186 0.193 0.243 0.215 0.331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此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对工资性收入影响的显著性也随着迁移

距离的增加而减弱。①人际关系处理能力每提高 1 单位，本地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平均增加

13.10%，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而对于市内迁移的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平均提高 7.40%，但

仅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对于省内跨市迁移、跨省迁移的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关系处理能

力已经不是主要影响其工资性收入的因素，具体见表 7 所示。

表 7    不同迁移类型新生代农民工回归结果

（1） （2） （3） （4）

本地 市内迁移 省内跨市迁移 跨省迁移

人际关系处理能力
0.131*** 0.074** 0.008 0.017

（0.042） （0.034） （0.043） （0.063）

陈博欧、张锦华：社交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

① 该部分仅探讨了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而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语言表达能力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并未存在明显

的迁移效应，因此不具体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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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收入群体差异

表 8 显示了在 0.1、0.25、0.5、0.75 和 0.9 收入分位点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随着收入分位数的

增加，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影响的显著性也逐渐增强。这一结果表明，对于工资收入相

对较高的农民工，社交能力对其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更显著，解释力度更强，而这可能也为进一步

提高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思路。
 

表 8    分位数回归结果

（1） （2） （3） （4） （5）

QR_10 QR_25 QR_50 QR_75 QR_90

社交能力
0.006 0.017** 0.031*** 0.045*** 0.039***

（0.011） （0.008） （0.008） （0.009） （0.01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738*** 0.701*** 1.473*** 1.390*** 2.024***

（0.197） （0.197） （0.201） （0.206） （0.320）

样本量 2 489 2 489 2 489 2 489 2 489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内生性问题处理

在考察农民工社交能力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时，尽管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劳动者年

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地区、行业等各方面的特征，但仍可能忽略了部分不可观测的因素（如禀

赋、父母早期教育投资等），不仅会影响农民工个体的社交能力，还可能同时影响其工资性收入。

此外，劳动者的社交能力很可能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提升，因此可能出现社交能力与工资性

收入之间反向因果的问题。为缓解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研究采取了以下两

种方法进行处理。

首先，研究参考借鉴 Heineck 和 Anger（2010）、乐君杰和胡博文（2017）、王春超和张承莎

（2019）等的方法，用劳动者滞后一期的能力水平对其当期的工资性收入进行回归。研究基于

2010 年 CFPS 调查中相同的问题，构建社交能力变量（滞后一期），并将 2010 年农民工的社交能

力变量与其 2014 年的工资性收入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匹配，并直接进行 OLS 回归，使得社交能

力水平在时间上先于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进而缓解反向因果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表 9 中模型

（1）结果显示，农民工滞后一期的社交能力水平对其当期的工资性收入影响同样显著，且显著性

及影响系数与基准回归接近，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其次，研究还采取了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参考尹志超和张号栋（2017）、程虹和李唐

（2017）选取工具变量的思路，选择样本同户籍所在区县农民工的平均社交能力水平作为个体社

 

续表 7    不同迁移类型新生代农民工回归结果

（1） （2） （3） （4）

本地 市内迁移 省内跨市迁移 跨省迁移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862 1.214* −0.117 2.703***

（0.770） （0.641） （0.774） （0.945）

样本量 389 499 283 167

R2 0.257 0.171 0.310 0.310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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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能力的工具变量。从理论上分析，一方面，同一户籍地的农民工由于地区历史文化、习俗、地理

特征等方面的因素，且早期成长的环境也比较接近，存在一定的同群效应，其在社交能力水平上

往往会存在较强的关联性，并且该变量反映的是群体层面的特征，与样本个体的工资性收入并

无直接的关联，因此在理论上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根据表 9 中一阶段回归结

果，工具变量的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证明其与样本个体社交能力高度相关，满

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此外，一阶段中 Anderson canon. LM 检验结果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说明方程是可识别的，并且一阶段中 Cragg-Donald Wald. F 检验，得到 F 统计量大于 10，显

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该工具变量对样本个体社交能力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二阶段估计

结果显示，社交能力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综上可知，使用社交能

力变量滞后一期估计和工具变量估计两种方法，均得出与基准回归一致的结果，证明了农民工

社交能力对其工资性收入的正向影响较为稳健。
 

表 9    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

OLS 工具变量回归：2SLS

（1） （2） （3）

关键变量滞后一期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社交能力（滞后一期：2010 年）
0.028**

（0.011）

社交能力
0.029***

（0.013）

IV_同户籍所在区县农民工平均

社交能力水平（除观察样本外）

0.823***

（0.02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70*** 1.152*** 1.325***

（0.272） （0.450） （0.193）

样本量 1 424 2 400 2 400

R2 0.187 0.360 0.183

Anderson canon. LM 710.118***

Cragg-Donald Wald.F 995.915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机制分析

（一）社会资本效应

社会资本效应是指劳动者可以通过提高非认知能力来扩大其社会资本（王春超和张承莎，

2019），同时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提高对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叶静怡和武玲蔚，

2014）。社交能力属于非认知能力的一部分，相比于非认知能力，其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可能会更

加直接。基于此，研究认为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同样也存在社会资本效应，且这

一效应可能更为显著。为验证这一作用机制，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中介检验方法，

并选取个人手机费、家庭通讯支出和家庭人情礼支出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王春超和张承

莎，2019），检验农民工社交能力是否通过影响社会资本进而影响其工资性收入。表 10 中模型

（1）、（3）、（5）结果显示，农民工社交能力对上述三个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

响，且模型（2）、（4）、（6）的结果显示，社交能力与社会资本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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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显著为正，表明了农民工社交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进而促进其工资性收入

的提高。
 

表 10    社会资本效应

（1） （2） （3） （4） （5） （6）

个人手机费 工资性收入 家庭通讯支出 工资性收入 家庭人情礼支出 工资性收入

社交能力
0.059*** 0.019*** 0.026* 0.028*** 0.113*** 0.027***

（0.011） （0.007） （0.014） （0.007） （0.018） （0.007）

个人手机费
0.160***

（0.013）

家庭通讯支出
0.048***

（0.011）

家庭人情礼支出
0.020**

（0.0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998*** 0.895*** 6.931*** 1.040*** 6.375*** 1.244***

（0.276） （0.184） （0.356） （0.198） （0.463） （0.191）

样本量 2 442 2 442 2 442 2 442 2 442 2 442

R2 0.171 0.232 0.040 0.192 0.055 0.187

Sobel 检验（Z 值） 5.047*** 1.773*** 2.342***

中介效应/总效应 0.487 0.046 0.087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职业发展效应

相比于专业技术岗位，管理岗位的工作

通常更强调劳动者的沟通、团队协作、人际关

系处理等方面的能力，且往往有更高水平的

工资回报。而根据一般经验，社交能力更强

的劳动者往往在沟通、团队协作、人际交往中

更具优势，更容易胜任管理岗位的工作（程虹

和李唐，2017；王春超和张承莎，2019）。表 11
中模型（1）结果显示，农民工社交能力对其

“是否从事管理岗位工作”的影响显著为正，

且在模型（2）中，社交能力与管理岗位对农民

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了社

交能力的提升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工获取管理

岗位工作的概率来提高其工资性收入。

（三）劳动合同效应

社交能力更高的农民工更容易获得签订劳动合同的机会，而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工资性

收入存在正向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能够显著增加其工资性收入和福利水

平（潘丽群等，2020）。一方面，劳动合同签订存在劳动市场分割效应，一般而言规模越大的企业，

劳动合同签订率越高，同时其工资待遇提升空间也更大（李仲达和刘璐，2013），从而产生了工资

溢价效应；另一方面，劳动合同的签订有助于保障农民工权益，带来相对正规和稳定的就业条件

表 11    职业发展效应

（1） （2）

管理岗位 工资性收入

社交能力
0.025*** 0.024***

（0.006） （0.007）

管理岗位
0.188***

（0.0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464***

（0.183）

样本量 2 421 2 442

R2 0.200

Sobel 检验（Z 值） 3.777***

中介效应/总效应 0.181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模型（1）为 Probit 模型，报告边际效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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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保障，减少因户籍、性别等产生的工资

歧视问题（陈鹏程等，2019）。而在同等条件

下，社交能力更高的农民工通常更具备与企

业谈判的能力，更容易争取到签订劳动合同

的机会。表 12 结果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其中

模型（1）和（2）结果表明，社交能力的提升显

著增加了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并且

签订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也存在显

著的正向影响。

（四）信息优势效应

在工作中，社交能力会增强农民工的信

息优势，从而为其带来更高的工资回报。部

分研究发现，劳动者获取和利用信息的能力，

以及其所具备的信息优势对其就业和收入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赵建国和周德水，2019；张

卫东等，2021）。而本研究所关注的社交能力可能进一步扩大农民工的信息优势。参考已有研究，

选取“是否使用互联网”“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和“互联网获取信息”三个指标来考察农民工的

信息优势。①表 13 中模型（1）结果显示，农民工社交能力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其使用互联网的概

率。模型（3）和（5）显示，随着社交能力的提升，农民工使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在提高，并且更倾

向于依靠互联网获取信息。同时，结合模型（2）、（4）、（6）的结果可知，使用互联网工作和获取信息

所带来的信息优势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述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社交

能力的提升扩大了农民工的信息优势，而信息优势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工资性收入的提升。

　

　

表 12    劳动合同效应

（1） （2）

签订劳动合同 工资性收入

社交能力
0.013* 0.027***

（0.008） （0.007）

签订劳动合同
0.115***

（0.01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400***

（0.178）

样本量 2 489 2 489

R2 0.197

Sobel 检验（Z 值） 1.646***

中介效应/总效应 0.056
　　注：表中***、**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模型（1）为 Probit 模型，报告边际效应系数。

表 13    信息优势效应

（1） （2） （3） （4） （5） （6）

是否使用互联网 工资性收入 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 工资性收入 互联网获取信息 工资性收入

社交能力
0.015** 0.027*** 0.055*** 0.025*** 0.074*** 0.026***

（0.006） （0.007） （0.016） （0.007） （0.021） （0.007）

是否使用互联网
0.083***

（0.022）

用互联网工作的频率
0.057***

（0.009）

互联网获取信息
0.028***

（0.0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256*** 0.306 1.303*** 3.604*** 1.219***

（0.179） （0.404） （0.177） （0.521） （0.180）

样本量 2 489 2 489 2 489 2 489 2 489 2 489

R2 0.189 0.297 0.198 0.431 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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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 2010 年和 2014 年 CFPS 调查数据，从语言表达、人际关系处理两个维度构建了社

交能力综合指标，考察了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该影响的异质

性及影响机制。此外，研究使用滞后一期社交能力变量估计和工具变量法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

性问题，以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存在显

著的正向影响，且语言表达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两个子指标也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第

二，性别和代际的差异更多体现在两个子指标上，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对女性农民工、新生代农民

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更显著，而语言表达能力则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为突出。第三，社交能

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迁移效应”，即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社交能力的影

响也随之减弱。第四，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社交能力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则越显著。在

影响机制方面，社交能力主要通过社会资本效应、职业发展效应、劳动合同效应和信息优势效应

四个渠道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社交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增加其获

取管理岗位工作和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同时有助于增加其在就业和工作中的信息优势，进而

促进工资性收入的提升。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如下政策启示：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村的可持

续发展，直接影响农村迁移人口的就业与生活质量，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保

障和反映。国家相关政策在关注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受教育水平、健康等传统人力资本因

素的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其社交能力等非认知能力方面的关注与培养，从而进一步提高农村

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促进其更好地在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多方面融入到城市社

会。此外，农村教育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在保证农村儿童文化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培养的同

时，还需要兼顾社交能力的培养，以提升其综合能力，为农村儿童以后能更好地进入城镇从事非

农工作，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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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bility and Wage Earning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Chen Boou1，2,  Zhang Jinhua1，2

(1.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Farmer and Rural Society，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the total number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has been growing. By the end of

2019，this number has reached 290.8 million. However，there is a big gap between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urban workers in terms of employment，income，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security until now，especially wage

earnings，which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Many studies fully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wage earn-

ing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ducation，vocational training，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licy，city size，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networks，while few studies focus on the impact of sociabilit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in 2010 and 2014，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to evaluate the sociability of workers from the two sub-dimensions of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in-

terpersonal relationship，and explores the effect of sociability on the wage earning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en，it uses the regression of one-period lagged variable and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o deal with the

possible endogeneity. After that，the results are still robus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1）Sociabi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wage earnings of rural mi-

grant workers，and obviously there are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two sub-indic-

ators.（2）There is a significant “migration effect” that the impact of sociability on wages would be weaker

while the migration distance is increasing.（3）With the increase of wage earnings quantile，the impact of soci-

ability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4）In terms of mechanism，sociability mainly affects the wage earning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four channels：social capital effect，career development effect，labor contract ef-

fect and information advantage effec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relevant polic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

al human capital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traditional human capital，such as education and training，but

als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bility and other non-cognitive abilities，especially rural children.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research are that：（1）The perspective is more focused. This paper on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sociability（not non-cognitive abilities），while focusing on rural migrant

workers.（2）Conside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tion，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igration effect” of soci-

ability returns.（3）In terms of mechanism，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labor contract effect and the information

advantage effect，which supplements the related research.

Key words:  sociability； rural migrant workers； wage earnings； migr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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